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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力古尔、杨祝良、陈作红、李泰
辉、李海蛟编著的《中国的毒蘑菇》，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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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的老师们，有认识这个蘑菇的吗？我们
这边有几个云南籍的务工人员在山上采食蘑菇
后中毒了。”5月底的一天，在“广西毒蘑菇鉴定
群”中，有人“呼救”。

根据对方提供的照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以下简称中疾控）研究员李海蛟立刻作出判
断并在群里回复：“硬皮马勃属的，胃肠炎型毒蘑
菇，有些伴有一定的神经毒性，不是剧毒的。”

听闻对方在呕吐、腹泻后基本痊愈，李海蛟
松了口气。

两个小时后，群里一张蘑菇的照片又引起李
海蛟的警惕。他随即回复：“这是剧毒的灰花纹鹅
膏！有几人中毒？”……

近年来，在我国食源性疾病中，导致死亡的
最主要因素就是蘑菇中毒，占比超过 50%。

近期，蘑菇中毒事件进入高发期，李海蛟也
格外忙碌起来，他所在的十多个“毒蘑菇群”中，
每个群都是接近 500人的满员状态。群成员主要
是地方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国
内的真菌学专家，关于中毒事件的咨询时常会从
早上持续到深夜。

中国有哪些毒蘑菇

李海蛟曾参与国内 2000余起蘑菇中毒事件
的处置，每次得知中毒事件后，除了远程为蘑菇
识别和救治提供建议，他也会让地方疾控中心将
导致中毒的蘑菇样品邮寄到中疾控位于北京的
实验室。“如果患者手头有导致中毒的样品，或者
能给出采集位置，当地疾控会去采集样品，烘干
之后寄给我们，由我们做后续的鉴定工作。”李海
蛟说。

最近，李海蛟“开箱”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毒蘑
菇样本。他收到最多的是大青褶伞，这也是每年
1/4到 1/3蘑菇中毒事件的元凶。此外，常见的
还有各种剧毒的鹅膏、近江粉褶蕈、日本红菇、斑
褶菇、牛肝菌等。有许多毒蘑菇物种是在实际中
毒事件中被首次鉴定、发现的。

2024年，李海蛟参与了《中国毒蘑菇新修订
名录》的发表工作，这项修订工作由吉林农业大
学教授图力古尔主持，系统总结了我国大型真菌
调查的成果，盘点、更新了我国的毒蘑菇状况。

2025年，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的
五位真菌研究学者基于更新名录，以及在实际救
助指导中积累的丰富诊治经验，共同编著了《中国
的毒蘑菇》一书。书中详尽介绍了我国已知的毒蘑
菇物种及中毒后的救治方法，满足大众科普需求
的同时，也为疾控人员和医护人员提供参考。

书中介绍，在我国，毒蘑菇的有关记载可以
追溯至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就在《金匮要略方
论》中写道：“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

20世纪以来，我国科研人员开始系统性调
查毒蘑菇多样性。70年代末，我国毒蘑菇的统计
数据是 83种；到了 2024年，我国已知的有毒蘑
菇更新至 660种，可食用蘑菇有 1000多种。

我国的毒蘑菇在各地广泛分布，西北地区
较为少见，云南、贵州、湖南较多，这些地区中
毒事件也较为高发。此外，各类毒蘑菇“出没”
的时期也很长。以大家熟悉的“蘑菇大省”———
云南省为例，毒蘑菇种类繁多，蘑菇生长时间
段并不局限于夏季，因此从四五月份到 11 月
底都可能发生蘑菇中毒事件。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真菌研究室
主任陈作红告诉《中国科学报》，蘑菇形态千差

万别，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无法从外观、形
态、颜色等方面区分有毒蘑菇与可食用蘑菇，
并且它们的生长时间和地点常常一样，没有简
单的区分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民间存在很多鉴别毒蘑菇
的“伪科普”。例如，“长在潮湿处或家畜粪便上
的蘑菇有毒，长在松树下等清洁地方的蘑菇无
毒”“生虫、生蛆的蘑菇没毒”“蘑菇跟大蒜、大
米、银器、瓷片等一起煮，颜色变黑有毒，没变
颜色就无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颜色普通
的蘑菇没毒”……

陈作红强调，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鉴别
方法。以颜色为例，我国的一些剧毒蘑菇，如灰花
纹鹅膏、亚稀褶红菇是灰色的，致命鹅膏是纯白
色的。

在我国，导致 70%中毒死亡的就是含有鹅膏
毒肽的毒蘑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杨祝良长期开展鹅膏属真菌研究，他介绍，有
毒的鹅膏类蘑菇有一个基本鉴别方法：“遇到头
上戴帽（菌盖）、腰间系裙（菌环）、脚上还穿鞋（菌
托）的蘑菇，一定不能采食，不要销售。”

为什么会误食毒蘑菇

“我们发现，一系列毒蘑菇科普工作是很有
成效的，比如这些年毒蘑菇科普中的错误越来越
少了。”李海蛟说。

然而，每年的蘑菇中毒事件仍然高发。以
2024 年为例，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共报告了
2800多起蘑菇中毒事件，涉及 9000多人中毒，
39人死亡。

在蘑菇中毒事件高发地区，采食蘑菇的行为
仿佛刻在了当地人的基因里。“事实上，每年的蘑
菇中毒案例，多数是山区百姓在采摘后误食所
致。”杨祝良强调。

还有一些自认为具备识别蘑菇经验的人，
他们中毒的比例同样很高。“尤其是当科学知
识与老百姓的传统经验发生冲突的时候，很多
老百姓宁愿相信自己的经验是对的。”李海蛟
常说，不能盲目地相信所谓的经验，这也是科
普工作中的难点。

有的网友尝试用人工智能（AI）识别、区分蘑
菇，但李海蛟解释，蘑菇大多为伞菌，由菌盖和菌
柄构成，可辨识的特征点极为有限，外观又极为
相似，不像植物有根、茎、叶、花、果，可辨识的特

征很多。目前蘑菇物种的 AI识别技术尚不成熟，
国内也暂未开发相关的识别软件。

除了误采误食行为，不乏有毒蘑菇混迹在市
场被“误售”。杨祝良反复强调：“一定不能在路边
的小摊小贩处购买蘑菇，许多蘑菇中毒案例正是
源于这些小贩。”他介绍，目前云南省内有较为成
熟的大型蘑菇市场，配有专业人士巡视，可以基
本确保没有毒蘑菇流入市场。

在李海蛟看来，毒蘑菇科普仍存在“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那么，科普如何才能真正落实到那

群采蘑菇的人？
如今各种专业的科普宣传视频、挂图、广播、

条幅、游戏、讲座等“轰炸式”手段，也在深入偏远
山区。比如，通过给山区中小学的孩子科普，孩子
就可以告诉家里的大人，指出大人采蘑菇行为中
的错误。“近些年，蘑菇中毒的死亡人数也出现了
明显的下降。”李海蛟说。

此外，李海蛟还强调关于蘑菇的生态科
普。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种“网红”旅
游项目———“捡菌团”活动。这种新式采蘑菇活
动因“爆框”“打卡”“出片”被追捧，但背后是游
客对蘑菇生长地的“掠夺式”扫荡。网络上频频
有人指出，在这种破坏性采集之下，蘑菇都快
被采光了。

李海蛟说，许多蘑菇是森林中的降解者，是
森林物质和能量循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序采
集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因此，我们强烈呼吁
大家不要盲目到野外采蘑菇，建议以观察、欣赏、
学习为主。”

中毒了，怎么办

一旦不小心误食毒蘑菇，会出现怎样的症
状？应该怎么办？
《中国的毒蘑菇》一书介绍，根据中毒作用的

靶标器官，我国蘑菇中毒类型分为 8种，包括急
性肝损害型、肾损伤型、神经精神型、胃肠炎型、
横纹肌溶解型、溶血型、光过敏性皮炎型和其他
类型。

李海蛟告诉《中国科学报》，中毒造成的损害
虽不同，但很多蘑菇中毒的初期症状都以胃肠道
反应为主，人在误食后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等症状。

目前，我国蘑菇中毒救治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发布了 2个蘑菇中毒临床救治相关的专家
共识。中毒后的主要救治原则是：通过催吐、洗
胃、导泄等方式减少毒素吸收；利用各种血液净
化措施将毒素排出体外；根据不同蘑菇中毒类型
有针对性地保护受损害的脏器；最后，精心的护
理对于蘑菇中毒患者的康复也极为重要。
“因此，如果误食了毒蘑菇或者怀疑食用了

毒蘑菇，首先可以自行催吐，然后尽快就医。”李
海蛟说。

针对频发的中毒事件，全国开展了系统的
蘑菇中毒救治培训，医院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救

治经验。
据介绍，一般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所能够首

先给出初步判断和诊治，胃肠炎型等非剧毒蘑菇
中毒患者可以就地治疗。如果情况较为严重，患
者会被转诊至有经验的大医院或中毒救治的定
点医院。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用手机拍照，采到蘑

菇后会拍照记录。如果发生中毒，救治人员就可
以及时将此前拍摄的蘑菇照片发到‘毒蘑菇群’
里，蘑菇研究专家们便可以及时鉴定毒蘑菇物种
并作出中毒类型的判断，为针对性治疗提供建
议。”杨祝良说。

杨祝良还特别提醒，有些毒蘑菇具有欺骗
性，人在食用后不会有明显症状。
“以导致肝损伤的极毒鹅膏为例，食用后

6 至 12 小时都不会有反应，之后会有胃肠炎
症状，但有些人可能不在意，在两三天里还有
假愈期，仿佛恢复健康了，但四五天可能就爬
不起来了。”杨祝良解释，此时肝脏细胞已经被
严重损坏，毒素还会扩散到肾脏，救治就十分
困难。

今年 3月，华南地区已经出现了致命鹅膏致
死的案例。李海蛟说：“对于一个 60公斤体重的
成年人来说，误食一个六七十克新鲜的剧毒鹅
膏，就极有可能丧命。”

此外，网络上流传着不少“吃菌子，见小人”
的描述。有人分享，在食用致幻的蘑菇后，可以看
到大米跳舞、麻将牌走路，还有人以为自己是一
杯快洒的奶昔。这样偏娱乐化的“宣传”甚至吸引
了一群有猎奇心理的人，对可能致幻的毒蘑菇跃
跃欲试。

对此，李海蛟表示，食用所谓能引发幻觉的
毒蘑菇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并不是人人都
能看到奇异的幻象，很多神经精神型毒蘑菇还可
能使患者出现躁狂、攻击或自残行为，或是带来
剧烈的胃肠道症状，甚至引发脏器损伤。”

采访最后，李海蛟告诉《中国科学报》，截至
目前，今年国内已有近 10例蘑菇中毒死亡病例。
“看着悲剧发生，我们痛心又无力。我们想再次告
诉大家，避免中毒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随便采
食野生蘑菇。”

他的 101岁人生，见证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起步
姻本报记者 温新红

2025 年初，一个小型展览———“鉴宇澄心
追星人生”在始建于明代、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
天文台之一北京古观象台开展。这是《天文爱好
者》杂志社为纪念天文学家、该杂志首任主编李
鉴澄先生诞辰 120周年布置的展览，展览持续
了近半年。

出生于 1905年，逝世于 2006年，李鉴澄超
过百岁的人生正好经历了中国近代天文学向现
代天文学跨越的阶段，这也正是中国天文学现代
化的过程。

回顾李鉴澄的一生，也是在回顾中国天文学
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回顾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是如何在困难时期坚守自己那块净土的。

从数学转到天文学

李鉴澄持续一生的爱好有两个———天文学研
究和下围棋，都和在厦门大学学习有极深的关联。

李鉴澄 6岁时进入私塾，课余时跟随父亲到
茶馆下棋，并迷上了围棋，还常与成年人下棋。1925
年，李鉴澄进入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厦门大学当
时会聚了一批英才，文学院的名家有林语堂、鲁迅、
沈兼士等，理学院的名家则有动物学家秉志、物理
学家胡刚复以及数学家姜立夫、杨武之等。

1927年天文学家余青松回国，受聘担任厦
门大学教授。当时学校没有天文学专业，余青松
开设了经典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两门针对全校
学生的选修课。李鉴澄选修了这两门课，并渐渐
喜欢上了天文学。

1927年至 1929年，在余青松的循循善诱和
自身努力下，李鉴澄的天文学大有长进，在同学
间脱颖而出。余青松非常器重这位谦逊好学且成
绩优异的学生。1929年，李鉴澄大学毕业，因成
绩优秀被厦门大学留任助教。

这时，天文学界的一桩人事变动改变了李鉴
澄的人生道路。

1928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天文
学家、首任所长高鲁准备在南京紫金山第一峰建

天文台。不成想，他接到了调令，于是推荐余青松
继任所长。

1929年，余青松前往南京就职，他的第一个
任务就是建紫金山天文台。没多久，他就将李鉴
澄调到南京协助他的筹建工作。

参与建设两座天文台

余青松初到美国时学习土木工程，后改学天
文学。他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当时经费条件、所
需工时以及发展空间等各方面因素，放弃了原定
在紫金山第一高峰、清凉山等建台的方案，选址
在第三高峰。筑路、各种仪器室的配置，到办公用
房几乎均由他设计。

上世纪 30年代，天文研究所工作人员很少，
只有 4位研究员，即余青松、陈遵妫、李铭忠和高
平子，以及几位助理员。

李鉴澄是助理员之一，开始他从事国民历和
天文年历的编算工作及太阳分光仪观测。后来他
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余青松设计绘制建筑施工图，
如将山上建筑排列成半圆形、变星仪观测室拟建
成太阳塔、拟用抽水机将山上原有的一口井的井
水抽到山顶的蓄水池内等。当时物价不稳，经费
不断缩水，李鉴澄不厌其烦地重新绘制建筑施工
图交给建筑单位，并承担土木工程监理工作，与
建筑工程队保持沟通，一些特殊部件还要联系外
地工厂承制。

1930 年到 1934 年，历时 4 年，紫金山天文
台全部建筑基本竣工，大赤道仪也于 1933年夏
由德国运来安装完毕。整个建筑群恢宏壮丽，成
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天文台。当时一位日本天文学
家参观紫金山天文台时感叹地说，在日本找不到
这样的建筑和能建这样天文台的人。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完成这项大工程实属
不易。这次建台工作中，余青松与李鉴澄两人合
作很是默契，情感也更加融洽了。他们为建立我
国现代天文观测基地、发展我国现代天文事业，
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万事俱备，天文工作者正厉兵秣马准备大干
一番之时，抗日战争的烽火烧到了上海，天文研究
所接到指示疏散部分人员，仪器图书立即装箱准备
内迁。几经周折，于 1938年春夏间到达昆明。

安顿后没多久，天文研究所决定在昆明再
建天文台，最后选址在昆明东郊凤凰山。此次
仍由余青松设计，李鉴澄绘建筑图。1939年，凤
凰山天文台落成，这无疑是中国天文人、中国
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在祖国西南地区树立
起的丰碑之一。

天文观测研究获得认可

有了自己的天文台，也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天
文观测与研究。李鉴澄正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
他成为中国现代天文观测研究初创者之一。

余青松紧跟国际天文动态，为天文研究所制
订了 4项主要研究计划。李鉴澄参加了其中的太
阳研究和恒星分光光度研究。

太阳研究包括对黑子、光斑、氢中的谱斑，特
别是日面爆发现象和太阳四周日珥的观察。按照
计划，李鉴澄每天观测 4次，每次 30分钟。观测
的结果汇总寄送巴黎墨东天文台发表。此项工作
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开创了我国现代太阳
物理研究的方法。这使得紫金山天文台成为国际
上 12座太阳观测基地之一。

李鉴澄的天文观测工作就是从这一高起点
开始的。迁到凤凰山后，研究仍继续，此时这项工
作由李鉴澄主管。他还做了《日面爆发之分布》课
题研究，考察日斑与爆发两者分布的相互关系；
对太阳黑子进行了系统观测，绘制太阳黑子图
500余幅，等等。

李鉴澄有 5个子女，最小的儿子李践行告诉
记者，他们有事只找母亲解决，家中的大小事都
要靠母亲，父亲长年在山上观测，经常不回家。父
亲这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
他到北京天文馆后。

这段时间，李鉴澄还与高平子、陈展云等人

一起开展对狮子座流星群的观测，这一观测持续
8天，得出狮子座流星群日趋衰败的推断，相关
结果刊载在《宇宙》杂志上。

1941年，李鉴澄在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对新
观测到的一颗肉眼可见的彗星进行了跟踪，还计
算了它的轨道根数、算出了精确的轨道，并将其
研究结果发表在了美国的天文学杂志上。

李鉴澄扎实的天文观测功底就是这样训练
出来的。这些观测及研究让他在天文学上更为精
进，并很快能独挡一面。

在科普界继续天文这盘“棋”

生活中的李鉴澄淡泊而简朴，围棋是他执着
一生的爱好。李践行回忆说，父亲一直都坚持参
加围棋比赛，每次赢了棋回来都非常高兴，输了
也能平和对待。李鉴澄 90岁高龄时还在“陈毅
杯”围棋比赛中获得了业余五段棋手的称号，这
如同专业棋手获得最高级别九段。

1949年 2月，李鉴澄作出了一项果敢的决
定，离开没解放的家乡，到已经解放的东北，并在

东北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前身之一）任研究员。在此，他主持
创建了长春地震台和黑龙江绥化地震台，恢复了
哈尔滨、大连地震台的观测等工作。

1957年，北京天文馆落成。当年 7月，李鉴
澄应邀到北京天文馆工作。北京天文馆是一座集
科学研究和普及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机构。巧合的
是，这年的 10月 4日，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敏锐的李鉴澄利用多年从事天文实测的专长与
经验，提出开展对人造卫星的拦截观测。

他设计的拦截观测法是让观测者用望远镜守
候在不同的天区拦截人造地球卫星进入视场，并记
录下时刻，绘出每个观测者在人造地球卫星经过视
场中天区的星象。之后，再按照所绘的星象对照全
天标准星图，绘出人造卫星在星空中的视轨迹。

李鉴澄还发挥天文馆的双重功能，一方面组
织众多天文爱好者，包括青少年到天文馆西广场
追踪卫星；另一方面带领专业人员进行人造卫星
的观测。

李鉴澄到北京天文馆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
创办了《天文爱好者》杂志，成为首任主编。

其实李鉴澄在天文科普上早有涉猎。1930年，
刚调入天文研究所时，他就在《宇宙》杂志上刊载天
文小文章，后来还被科普刊物《科学画报》聘为天文
知识特约撰稿人。

在天文学史方面，上世纪 50年代，李鉴澄对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简仪进行了深入研究，与
机械学家刘仙洲合作论证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
个在天文仪器（简仪）上使用滚柱轴承的国家，且
此项发明早于西方 200年。

因此，对于办好《天文爱好者》杂志，他既专业，
也充满热情。他在杂志开篇献辞中指明办刊宗旨：
“天文学是一门深奥专门的学科，但又是极通俗、与
每一个人都密切联系的学问。无论文化高低，每个
人都可以从自己原有基础出发，一步一步深入发
展。而《天文爱好者》杂志则是大家通向深奥天文学
的最好桥梁。”这无疑是他一生天文学学习、研究的
体会，其中饱含着对后辈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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